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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

刘国强

摘要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因台海政治问题引发的“帝吧出征”，是一场集体的互动仪式

表演。文章认为，集体行动的直接自我身份意识主要是帝吧吧民，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

则转换为国族身份意识，继而被从90后群体与爱国青年两个方面进行社会身份建构。在

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方面，网络空间聚集与群体兴奋、群体团结的生产、行动参与者的

道德想像和情感能量交换等是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动因。而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其话语

主要包括征伐、教训、交流三种相互交织的模式，并呈现矛盾性表述。文章认为，网络

空间与现实中的身体聚集在互动仪式中具有同样的过程特征，国家的神圣物建构与现实

主流政治观念具有同构性，而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中，群体团结的仪式性大于国族想象的

观念内容，它在宏观社会学层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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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pin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D8 Expedition Event,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across-Taiwang-Strait political issues, is a performance of intercaction ritual. In terms of ident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self-identity of participants was mainly the barer of the online 

community D8, which then converted to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ir 

identity was socially constructed as the after 90’s and the patriotic youth. In regards to dynamic 

mechanism, the group assembly in cyber space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 produce of group 

solidarity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and exchange of emotional energy between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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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the main motives of this collective a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three discourses including 

conquering, lessoning and communicating interweaved with one another and were presented 

contradictorily.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hysical assemblies in interaction rituals have the 

sam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in both cyber space and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acred 

symbol is as homogeneous as the building of mainstream political ideas in reality. And in such a 

collective action, the rituality of group solidarity is greater than the ideational content of nation-

state imagination. Therefore, it poses more problems which worthy discuss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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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大选尘埃落定，蔡英文宣布获胜之后，1月20日，百度第一大吧“李毅

吧”宣布开展“FB圣战”，组织“帝吧观光团”刷屏三立新闻、苹果日报等台独

媒体的脸书粉丝页。此次活动也因其需翻墙上网而被称为“帝吧远征”、“帝吧出

征”事件，或因其爆网行动引人注目地使用了许多表情包而被称为“FB表情包大

战”。作为一次网络空间的集体行动，它涉及集体动员、群际冲突、身份认同、社

会认知等诸多方面，对其评价也呈现较大分歧甚至冲突。如何理解网络空间中这类

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它与社会的现实观念及权力结构有怎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借

助涂尔干、戈夫曼、柯林斯等人的互动仪式理论，对此进行阐释。 

一、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社会仪式理论主要是受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启发，由欧文·戈夫曼、安

妮·罗尔斯、兰德尔·柯林斯、大卫·科泽等人发展起来的。安妮·罗尔斯认为，

涂尔干的社会经验主义集中于在仪式社会过程中作为参与者的群体成员与由他们的

参与所扮演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Rawls，1996：482）。此后，诸多不同领域的

学者开始研究宗教仪式对社会团结的作用机制，戈夫曼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层面。

而柯林斯则由具体分析仪式借以产生社会团结的微观社会过程，而发展出完整的互

动仪式理论（Heider & Warner，2010：78）。他认为，互动仪式理论提供了一种关

于个体动机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变化的理论，社会生活的全部就是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所经历的情境的全部，我们由此具有了可解释在这些情境中将会发生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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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有力和广泛应用的模型（柯林斯，2009：79－81）。

以下是克雷格·马西森（Craig Matheson）描绘的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的大

致模型图（Matheson，2016：3）。

 这个模型图清晰地呈现了在某一外在情感刺激性因素作用下，基于群体聚集、

群内情感强化、群际分界等仪式要素而产生高强度集体兴奋，并导致群体团结、个

体情感能量、神圣物和道德标准等仪式结果。本文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帝

吧出征事件相关新闻文本以及参与者的话语和表情符号的归纳分析，结合话语模式

的解释，对这一网络事件进行阐释。虽然互动仪式理论基于集体仪式中个体身体共

同在场，但其对网络空间的集体行动仍具有很好的阐释力。本文的“仪式”概念指

称一般意义上的为社会所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科泽，2015：13）。

对另外一些重要概念在此也略加分辨。对此次事件的表述，使用“帝吧出

征”，贴吧名相应地统一使用“帝吧”，而不用本名“李毅吧”。贴吧是一个网络

社区，但鉴于事件中参与者的集合特性以及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以及论文只就一

次具体行动进行分析，而非分析群体的一般行为特征，所以本文将其称为“集体行

动”（collective action），而非“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群体行为”

（group behavior），但分析中也涉及到对“群体”或“行为”的概念运用。文章借

用互动仪式理论，主要从集体行动的身份意识、动力机制、话语逻辑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

二、集体行动的身份意识

网络空间可视为由以不同的情感、观念、生活方式等为向度划分的社会群体组

图1：柯林斯的仪式互动模型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117

国际新闻界  2016.11

成，网络集体行为必然以群体身份为表征。正如涂尔干所揭示的，“社会是一种仪

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基础上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多译为

‘集体意识’）”（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06：160），这种集体意识就表现为

身份意识。而身份意识是群体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促成集体行为的动力，也是

对集体行为作出解释的视角。但身份意识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相互交织影

响的过程。库利和米德等人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们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将他

人的反馈内在化，从而建构了自我人格。而戈夫曼的戏剧理论认为，人格是人们在

特定的环境下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用来管理他们给观察者造成的印象的技术性机制

（Matheson，2016：2）。柯林斯则认为，文化是权力和身份这两种主要仪式类型

的产物，而社会个体在其身份群体成员关系的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它们是仪式强

度、仪式集中度、社会密度以及社会差异（Matheson，2016：2-3）。在柯林斯的

互动仪式理论中，身份意识与总是与情感能量的寻求和激发关联在一起。

这里从集体行动中参与者直接的自我身份意识与社会对参与者的身份认定两个

不同的向度，将其区分为自我身份意识与社会身份建构两个方面。

1. 自我身份意识

身份首先表现为一种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把共同的群体成员身

份加于人们身上就足以在他们之间产生吸引”（特纳等，2011：30），人们通过自

我归类，并自觉服从于群体，从而引发一致的集体行动。所以，有差别的群体行

为，往往反映出人们对所属不同群体概念的认同。从“帝吧出征”的行动者自我身

份意识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帝吧的吧民身份。

这是最直接的网络群体身份。帝吧参与集体行动的网友即以此为“出征”旗

号。吧民通过平时在网络空间中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聚集和互动空间，由此

产生相互的心理场域。按照阿希的理论，相互的心理场域是群体形成的首要条件，

只有当每一位参与者具有包括他人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表征时，群体行为

才有可能产生（Asch，1952：251）。在帝吧这样一个有超过2000万吧民的网络空

间，抛开无形的物理性边界和组织形式、吧规制度等，无数的个体行为似乎有其自

然性，但群体事实成为真实的存在，因为个体在主观上能够相互参照、能够领会他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共享的社会场域的共同成员，并且他们

能够从这些共同理解的角度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特纳等，2011：17）。从帝吧的人

气及其此前一呼百应的爆吧行动来看，相对于其它贴吧来说，帝吧已经形成了一个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118

国际新闻界  2016.11

具有很高社会密度和仪式强度、仪式集中度的身份群体。

二是国族身份意识。

这种国族身份意识在此次事件中被参与者一致表述为“大陆网民”。网上交锋

中颇多“可爱又文明的大陆网民”、“大陆网友一起来表达意见”等语，这是帝吧

网民的身份泛化。当然，本质上说，个体的任何身份意识表达都有泛化之嫌，人们

总是通过群体概念来界定自我。鉴于此次事件是在帝吧这一网络社区组织动员的集

体行动，个体参与者的吧民身份便具有集体授权的合法性，而概念的泛化则是通过

自我赋权完成的。虽然在概念的外延层面，这种自我赋权并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它

导致了诸多群体外的批评，但从行动者的心理层面看，这一身份意识是“真实的”

集体意识，也是互动仪式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身份符号。

应注意这一身份意识的表达策略。这一身份往往被简称为“我们”，它与“你

们”——台湾网民，或专指“台独分子”——构成了对应的概念。它同时体现了我

者的共同体想象和他者的想象，但“我们”与“你们”都归于“国家”这个种概念

下，由此衍生出地方身份意识，如“我是重庆人”，“ 我是河南人”……而这些地

方性身份强调的并非身份意识的差异性，而仍是由差异组成的大集体概念的共同意

识。它的作用是使“大陆网民”这个统一的“我们”概念的对立性得以柔化。

戈夫曼认为，身份的角色表演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是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

性复原和重申（戈夫曼，2008：29-30）。这种自我身份意识是一种自我归类的结

果。它使自我与内群成员的相似性及与外群成员相异性都得到增强，最后导致自

我刻板化（self-stereotyping）,（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27），以及对他者的概

化。因此，这种自我身份意识并非参与者的个体意识，而是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彼此

确认，进行身份协商的结果。国家符号和仪式行为激发起国家意识的有力表达，就

是因为它们对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的独特强调（Schatz & Lavine，2007）。

2. 社会身份建构

自我归类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但对这次帝吧的集体行动，还有些社会身

份行动者在仪式互动过程中并未形成自觉意识，而是在事件发生后，对事件的表述

过程中形成的对行动者的身份建构。它主要有两种。

一是90后。

90后是吧民突出的年龄特征。在具有反叛性的青年亚文化中，年龄身份意识往

往得到强调。它表现为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引起社会关注和争夺社会话语权的抗

争，往往借助一些社会事件的动员和聚集，形成产生广泛影响的集体行动。90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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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入成人阶段，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只是，这些标签负面居多，且并不统

一。对这次行动，以人民日报刊登的《帝吧远征FB：亚文化背后，90后正在获取

世界话语权》为代表，具有明显的给90后正名的意味。这种正名，也意味着不自觉

的亚文化抵抗，正在被意识形态有意识地进行收编。而本次出征，本身也是这种收

编下的集体表演。但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很少直接对90后这一集体意识的自我表

达。因此，这是关于行动者身份的社会建构，而非行动者的身份意识和认同力量。

它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上被建构：一种是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代人，一种是继

续“脑残”的一代人。《环球时报》评论认为，“90后的成长正值中国崛起，他们

更倾向于对中国经济水平和国家地位的自豪”（白云怡，2016），《人民日报》也

发表有《90后，相信你们！》的评论文章。但也存在相反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这

类行动反映了这一代人的容易盲目自大，自我满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90后，或者说是大陆青年一代，可能是外界最易产生的身份

符号。他们很难仔细区分贴吧吧民与之外其他网络群体的差异，而易于将此次事件

导向对中国当代青年群体的民族主义认知。

二是爱国青年。

这是最为泛化的身份。对其界定往往基于对行为者相关言行的肯定，并由其行

为动机回溯至抽象的观念层面。在非反讽性修辞下，爱国青年是典型的主流话语，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褒奖词，它缺少青年亚文化的反叛色彩，但在网络民族主义兴盛

背景下，它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心理认可。对于这次集体行动，一些参与者直接表

达其动机是出于爱国，如“伟大的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等语，人民日报等

基于行动者的国族意识而称之为“爱国青年”。但在当前观念歧异所体现的话语斗

争中，能指符号的争夺是其基础。除了对“爱国青年”的反讽性使用，以及“五毛

党”等蔑称，最新流行的概念是“小粉红”，这一事件也被人称为“小粉红们的集

体表演”。

自我身份意识与社会身份建构这两个层面并不能做截然区分。根据身份协商理

论，身份意识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它们统一到个体的自我认知以及

行动中的相互协调。社会身份建构做为引导和反馈机制，对参与者自我身份的重新

界定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在身份认知与身份维系中，情感因素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社会互动中的信息往复传送由此愈加反映出一个理想的我，也因此关涉自我的

印象管理（Svensson &Power, 2014：19）。但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身份意识有着更

为复杂的社会成因，包括对群体一致性的相像（参考安德森的观点）、基于传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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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共同知识(Chwe，2001：88)，等等。

三、集体行为的动力机制

身份意识为集体行动奠定了相应的心理机制，但作为仪式性互动的集体行动，

还有其特别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网络空间聚集与集体兴奋的产生

仪式的发生需要情境共同在场的条件。涂尔干突出强调了人群的人身汇集（柯

林斯，2009：69）。身体的共同在场通过变为专注性互动，就转变成了全方位的际

遇；进而就会出现共有的体验强化的过程，涂尔干称之为集体兴奋，即集体意识的

形成。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提高互为主体性的一个条件（柯林斯，2009：70）。所

以，仪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集会，与外界有界限、空间的物质安排，设计行

动，以及引导对共同目标的关注，仪式使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同一件事情上，

并使其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柯林斯，2009：122）。

虽然涂尔干等强调互动仪式中的身体在场，但其理论仍适用于网络空间。网络

空间没有基于身体在场的人群聚集及交互感受，但它仍提供了一个近似的互动情

境。网络空间的人群聚集性是一种常态，而非特殊状态，它可能没有现实中人群聚

集那种预先设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但它具有同样的唤起集体行动的心理结构。虽

然视觉焦点大为弱化，但通过想象和日常经验可以弥补，以建立起高水平的关注焦

点和情感连带。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获取信息，而在于一种

戏剧性的行为，在这种戏剧性的行为中，读者作为戏剧演出的旁观者加入了这一

权力纷争的世界（凯瑞，2009：9）。以这种传播仪式观来理解，把读者替换为网

民，那么，网络行为也主要在于一种确定身份、获得承认、共享意义的仪式过程。

米勒认为，社交网站最重要的清单就是朋友，社交网站的要义就是建立和展示自己

的关系网，而不是进行对话性沟通（Miller，2008：393）。

在帝吧出征前，“周子瑜道歉事件”和台湾选举结果是热点新闻，自然引发了

大陆民众的普遍关心，但如果不是借助网络空间本身的聚集特性，此类事件很难形

成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在贴吧发出告示后，很快就产生聚集效应，原来松散的

关注点立刻聚焦，国家作为神圣的象征物得以彰显，它也成为群体的符号。柯林斯

认为，当有关注焦点的人群，作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时，会逐渐发

展出集体兴奋（柯林斯，2009：130）。而在网络集体行动中，这种集体兴奋几乎

是立刻产生的，出征告示直接将此一事件上升到群体仪式的高度，它不需要经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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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聚集后的情感互动和酝酿过程。此前的多次爆吧行动提供了本次“出征”的仪式

样板。

2. 群体象征性团结的生产

社会团结是社会仪式的要义所在。仪式往往超出事件本身的意义，而产生社会

聚合及群体团结的作用。涂尔干对此有详尽分析。帝吧的集体仪式似乎经历了这样

三个变化的过程：首先是在反叛式表达仪式中获得群体团结。帝吧本以嘲讽足球运

动员李毅的“大帝”称号而得名，也由此发展出突出的嘲讽式“内涵”文化特征，

吧民创造的诸如“屌丝”、“女神”、“逆袭”等网络词语的流行，就成为了吧民

的团结性互动仪式。这种仪式难以体现为具体的集体行动，而以网络话语的互动狂

欢来表现。其次是以暴力式集体行动获取群体团结。随着大量更年轻的90后加入，

“内涵”式嘲讽文化特征逐渐瓦解，帝吧的草根特性更加突出，无名的大众往往采

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使参与的个体从中获得承认感和力量感。如用保持队形、重复

盖楼的形式表达意见，就是其典型形式。由此，帝吧就具备了以集体行动来处理群

际冲突的内在机制，也就是通称的爆吧行动。这类行动不再具备此前的文化反叛特

性，而是以群体认同为心理动机，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三个阶段：把群体的

社会互动仪式上升为政治仪式。在这里，国家与贴吧的唯一区别是，国家是更大的

身份符号，也能够产生更大的集体行动效应和更强的心理归属感。

这是一种普遍化的个体心理机制，但它也反映出社会政治观念投射出的社会心

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面临分裂危险的现实认知。而仪式具有的作用是，据特纳

对恩丹布社会的考察，“能把所有人汇聚在一起，并神圣化他们的统一体，由此抵

消那些对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构成伤害的分离趋向”（Turner，1957：290）。所

以，仪式无须表明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或是对仪式抱有一致的观念，就可促进社会

团结（科泽，2015：80）。

由此，集体行动成为帝吧的力量象征，是维持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神话必

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增强集体认同和群体团结必不可少的互动仪式。从群体团结的

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表达反台独的意见，而是一起行动的仪式本身。

但此类仪式绝不是自发性的。从出征的组织和发起过程来看，这是一次组织性

极强的活动。吧主是行动的直接动员者。整个活动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组织。出征

队伍建有一个总群，之下分为六路纵队，除了一路前锋部队外，还有五路后援保障

部队，分别负责情报工作（收集台独言论和图片）、宣传组织工作（发帖招人）、

武器装备工作（制作图片、准备相应言论）、对外交流工作（外语翻译等）、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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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工作（专门FB举报）等。行动以组织内告示的方式发起，毋须征求吧民意见，

这说明组织者对集体行动的跨号召力非常有信心，也说明参与集体行动者具有明显

的分层性。仪式具有双重的分层作用：在仪式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分层；也在仪式

内部，在仪式的领导者和仪式追随者之间分层（柯林斯，2009：79）。而以戈夫曼

的拟剧理论来看，作为表演的后台并非透明，由帝吧吧民的群体性团结仪式上升到

国家层面的团结仪式，帝吧剧班的后台应已延伸到更高级别的剧班层面。

当然，人们在社会环境中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基于情境压力而非内在的信仰。

（Snyder & Svann，1976：1041）。在这些仪式中，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他人

行为格格不入者则会被群体抛弃（科泽，2015：112）。由此，从群体的角度看，

团结仪式也是群体共识的再生产和再确认。共同知识才能解决参与者的协调问题，

唤起集体参与的仪式（Chwe，2001：3）。这类仪式由此强化了网络群体的群内一

致性与群际差异性。对帝吧来说，伴随此类集体行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如同潮

汐般的原有吧民的退出与新吧民的加入。

3. 情感能量的交换与道德想像

就个体而言，情感可以形塑我们存在于世的本性和经验。情感能明显地改变世

界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方式，影响我们对时空的感知。我们的自我意识总是不断地

被我们的感受所塑造和重塑。就群体而言，情感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社会身份

就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情感关联。泰弗尔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

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

（Tajfel，1972：31）。而涂尔干就早提醒，人类情感是怎样被以集体的方式强化的

（涂尔干，2011：551）。仪式通过集体力发挥作用，而集体力也通过仪式产生作

用……聚集起来的情感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人们为了确认自身，将自己激发和煽

动起来，以致达到了暴烈的程度，所有这些，都通过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样很暴烈的

相应姿势转达出来（涂尔干，2011：559）。

对涂尔干来说，仪式是比信仰更为有效的社会活力的来源，因为它基于集体行

动的情感唤起（Mellor，1998）。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中最为关键的

因素。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

感连带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

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

容许的活动（柯林斯，2009：79－80）。

帝吧出征体现了情感互动的过程图景。首先是帝吧吧民的接近性以及作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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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生活，使其具有群体团结与身份依赖的情感基础，这是

储存式的情感能量。在这个群体中，国家作为神圣符号与群体认同具有高度一致

性。涂尔干认为，这种神圣性来源并不神秘，“一般说来，社会只要凭借着它凌驾

于人们之上的那种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神圣的感觉”（涂尔干，2011：

287）。它也由此确定了不止是对个人行为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义务，也确立了对

他人理应按其行事的道德期望（戈夫曼，1956：473）。当台湾选战被建构成一种

受挫的集体情感，它就具备转换成某种行动性表达的心理机制。随即便因“周子瑜

事件”的诱因而转化为神圣物受到亵渎的正当愤怒。而这种情感，“唤起了先前所

建立的运用暴力的有组织的网络” （柯林斯，2009：185），惩罚的冲动付诸实施

即形成“圣战”的集体行动。这是一种仪式性报复，也是个体参与其中所体验的情

感高峰。情感能量是个体所寻找的东西，情境对他们有无吸引力取决于互动仪式是

否成功地提供情感能量（柯林斯，2009： 81）。

与情感相关的是互动仪式中的道德感。因为情感能量对于群体而言，具有控制

的属性。它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谓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

与不道德。（柯林斯，2009：162），涂尔干认为，由于人们跟其同伴是道德和谐

的，因此他的行为更有信心、勇气和胆量（Durkheim，1912/1965：178）。这种道

德感赋予参与者以行动能量，使每个人感到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高尚的，觉得自己

所做的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柯林斯，2009：77）。

在集体互动仪式中，这种情感既是个体的主观形式，也涉及集体所加于个人的

责任和道德感。比起实际内容，它的形式更重要。正如涂尔干分析的丧仪中人们哀

恸的情感表现，“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

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涂尔干，2011：547）。仪式对于我们道德生

活的良性运作是必须的，就像维持我们物质生活的食物一样。只有通过仪式，群体

才能得到巩固并维持下去，而且我们知道，对个体来说，仪式也是重要的（涂尔

干，2011：525）。Bellah说，只有仪式才能把我们从自我利益的利己追求中解脱出

来，并具备创立一个社会世界的可能性（Bellah，2003：39）。

四、集体行动的话语逻辑

这次出征，在话语层面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表述，也有过程性的话语转换。对此

略作分析，以揭示互动仪式中的深层群体心理和社会观念。

1. 征伐、教训、交流：三种主要话语模式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124

国际新闻界  2016.11

此次事件主要呈现出三种主要的话语模式。第一种是征伐话语。由此建构了一

套关于战争的隐喻系统。如对事件的相应表述有“出征”、“远征”、“表情包大

战”、“圣战”、“讨伐”等，贴吧的动员组织也多采用军事化术语，率先翻墙进

入目标账号留言的被称为“先头部队”，表情包被称为“武器”，后台的支持称为

“后勤”、“后援”。而表情包中也较多使用刀剑等武器符号。贴吧的动员令的导

语为：“帝吧今晚七点出征fb讨伐台独！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这类话语表达的

是一种敌对关系，它反映大陆民众对“台独”的强硬态度。

第二种是教训话语。由此建构了一套关于儒家家庭伦理的隐喻系统。典型的如

长幼关系、家庭秩序、家长权威等方面的隐喻，被广泛引用的《乡愁》、《七子之

歌》即是此类话语的体现。有个表情图可做形象说明：一个卡通形象手持一把夸张

的利剑，配的文字是“是时候展示父爱如山了”，而“父爱”的展示就是教训“不

孝的儿子”。在“表情包大战”中还不乏这样的留言：“盗图？爸爸分分钟打你的

屁股”、“绝不允许抹黑中国爸爸”……这类话语既隐含社会建构起来的历史性想

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认知，同时也是一套市井社会中羞辱

性的惯用话语。这种认知表达和情感表达的混合，具有相互强化的效果，是吸引吧

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因之一。

第三种是交流话语。这类话语主要表现为展示各地美食和旅游景点，邀请对方

来作客访问，但极少涉及政治观念的理性讨论。交流话语展现的是平等关系，也因

此相对来说具有一定个人特色。但这类话语仍服从于集体仪式的主要目的即统一的

国族想象。

“出征事件”体现了这三种话语的奇妙交织。它既是过程性的，也是策略性

的。从过程性来看，最初的集体动员强调征伐话语，而在“征伐”过程中，则由教

训话语逐渐向交流话语转变。从策略性来看，“征伐”话语具有鼓动性，也体现了

帝吧生产群体团结典型的仪式传统——爆吧，因此适用于集体动员。而教训话语是

借助于隐喻修辞建构起来的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它既具认知形式，也体

现了强烈的情感和道德力量。而交流话语则体现了对非理性情绪进行引导后的“理

性表达”策略，也是“出征事件”的合理性证明。

2. 重复式的话语策略

此次帝吧出征，在话语交锋策略上，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吧民虽然得到了“兵

工厂”源源不断输送的表情包支持，但其符号意义较为单调，乡愁、七子之歌、八

荣八耻等更是成为刷屏利器。列队留言的方式也非常突出。如在展示大陆美食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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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中，配上相应表情包，留言整齐地排列为“请你吃羊肉米线”、“请你吃广式腊

肉”、“请你吃大煎包”、“请你吃四川火锅”、“请你吃巫山烤鱼”……

仪式语言往往是类型化和重复性的（Chwe，2001：6）。柯林斯认为，集体符

号往往在条件完备的群体IRs（指互动仪式）中被重复使用，从而会重新被赋予团

结感：符号与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联系在一起（柯林斯，2009：212）。它体现

集体行动的既有规范乃至具体规定。它为参与者预先设定了秩序，使集体行动不致

于因为个人因素而偏离正轨。在集体行动中，杂乱的个人表达是无效的。可重复的

内容应当简洁、形象、有韵律，它应能以最简化的形式，完成对共同体的想象和记

忆重构。而这种简化和选择，由行动的组织者完成，吧民只是执行者。这种重复性

所展示出来的一致性和纪律性，大大强化了集体行动的仪式感。它最后达致的效果

是：以ID肉盾的方式，淹没了零星插入的不同声音，也消灭了个人交流的可能性空

间，从而取得对某种抽象观念的“碾压式胜利”。

3. 墙的隐喻：出征的话语悖论

“出征”、“远征”等词语，隐含一种距离性与凶险性的地理空间意义。而网

络本身是无远弗届的开放性交流空间，如果没有“墙”的存在，“出征”之语也就

丧失了其根基。抛开“讨伐”的含义，“出征”一词更直接的意义就是“翻墙”。

而“墙”作为信息管制的隐喻，其主要功能是防御性的，以禁入的方式保持封闭空

间内的社会团结。抛开“翻墙”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不谈，“出征”行动仍存在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因为“翻墙”而抛弃“墙”所固有的防御功能，这就要求

“出征”必须是单方面的“进攻”，从而使理性交流成为不可能；二是对方本就

“城门洞开”，攻城掠地无从谈起。但“墙”已经将网络互动转换成防御与进攻的

关系，战争隐喻体系都建立在“墙”的隐喻基础之上。于是，“出征”话语在启动

之后，马上转换表述方式，变为教训话语，以说服、教育台独分子为目标了。这是

对隐含的“墙”的逻辑自洽。

而当由出征转变为真正的个体间交流，则意义发生了倒转。交流性话语溢出了

原来设定的集体行动边界，群体纪律和出征行为的合法性受到冲击，使其构成对

“墙”的反讽。而形式上“翻墙”而不超越“墙”所设定的规则，是这次集体行动

最根本的要旨。因此，交流只是一种姿态，“理性表达”的姿态。帝吧组织者所认

为的以“出征”行动来搭建中台民众的理性交流平台，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短时

间的集体行动之后，吧民退回墙内，继续等待下一场爆吧的集体仪式，而这场集体

行动所遗留的话语难题便被抛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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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治修辞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将种种对立事物收拢在一起，即

便是在那种极端对立以至于非常尴尬的情形下，这种对立的混合也是具有政治效力

的（科泽， 2015：81）。话语悖论映射的是主流政治观念的主导作用，以及参与者

的强烈的身份意识以及情感能量交换的仪式性意义。

五、结语

波斯特早就指出，网络不再仅仅是人们使用的一种工具，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

的社会环境（Poster，1997）。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网络空间的现实性，身体

缺席情况下的社会互动情境的真实性等都不再是探讨的重点，“我们应该讨论网

络互动中的具身性与共存性的新模式，而不应该总是谈论‘去身体化’”（Benski 

& Fisher，2014：3）。虽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主要建立在身体共同在场的前提

下，按他本人的看法，互动仪式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效果

相对弱化，其集体兴奋、群体团结、对象征物的忠诚度都不能达到身体共同在场的

强度和水平（Collins，2011）。

从帝吧出征事件中的群内情感能量交换看，柯林斯此论也许不无道理。近年来

国内的网络民族主义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它易于被人看成自发产生、短时啸聚的

“快闪”式行为。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集体行动，群体团结的仪式性大于国族想象

的观念内容，但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

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的对抗场所（Lefebvre，1976：85)。从宏观社会学视

角看，帝吧出征也提出了诸如社会原子化的个人情感境遇、全球化景观下开放与封

闭的空间冲突，以及在信息方式变迁下群体互动的主体性自觉与主体间性建构问

题。这些都值得做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李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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